
要闻 32024.3.17 星期日 编辑/黄文发

“1978年，我作为恢复高考
后第一届本科生进入复旦哲学
系，在这之前，我在农场劳动，还
当过生产队长，有着近40多年的
学术经验和社会经验，我想我可
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式现代
化以及学术的整体发展情况。”

3月12日下午，在相辉堂北
堂，复旦大学文科资深特聘教授、
哲学学院教授吴晓明开讲“强国
之路”思政大课文科大类首场专
题大课，题目是《中国式现代化与
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

没有抽象的真理
真理是具体的

由现代性，吴晓明引出世界
历史的普遍特质。他说，世界历
史不仅是广阔舞台，还是一个权
力架构——有着基本的支配和从
属关系。正是世界历史的这种基
本态势，“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想
灭亡，就不可避免的会被卷入现
代化进程之中”，现代化成为每一
个民族的普遍历史性命运。

如何来理解这种普遍性？他
举了个例子：1844年，在思考当
时相对落后的德国应该走怎样的
革命道路时，马克思的回答是“德
国道路的可能性在于它走法国道
路的不可能性”，两个国家有着不
同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
传统，而社会革命的普遍性，必须
根据德国特定的社会条件、历史
环境和文化传统来具体化。

“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
具体的”，面向在座的听众，吴晓
明提醒：“各位文科同学们，你们
必须要给自己提出一个较高的
理论要求，不能把抽象的普遍
性、先验性，强加给任何对象、任
何内容，要把这种普遍性根据特
定的社会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
传统来具体化。”

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是什
么？他认为，在承认现代化的普
遍性、不可避免性基础上，中国
式现代化是根据中国特定的社
会条件、历史环境、文化传统而
来的现代化。

摆脱“学徒状态”
获得“自我主张”

“学徒状态”由大规模的对

外学习开启，这是不可避免的。
在吴晓明看来，随着大规模

对外学习的展开，“自近代以来，
我们的学术、文化，从总体上进
入了对外部的‘学徒状态’”。这
种“学徒状态”并不突兀，它是必
然的、必要的，而且是积极、意义
深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
状态，我们的整个现代化事业不
可能得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提
出意味着中国学术的历史性转
折，它的整个上层领域也将或早
或迟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转
折是在学术上、思想理论上、文
化上开始摆脱“学徒状态”并获
得“自我主张”。

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
几乎可以说是学术发展、文化发展

以及个人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为一名老师，我最大的

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自己的学生
能摆脱‘学徒状态’，获得‘自我主
张’，并雄心勃勃地超过老师。”吴
晓明说。

“学”和“思”是不同的

虽然“学徒状态”是一条成
长的必经之路，但它也存在着依
赖的、模仿的、因循的基本缺陷，
是思维方式上的“外在反思”，即
我们常说的“教条主义”。

吴晓明直言，“‘学’和‘思’
是不同的，‘学’是知识、学问，‘思
’是思考、思想。”“我们提出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什么叫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它的
意思并不是有点中国元素、有点
中国色彩、有点中国内容的哲学
社会科学，而是摆脱了‘学徒状
态’，并且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哲
学社会科学。只有这样的哲学
社会科学才谈得上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在认识自己中
接受文化结合的锤炼

获得“自我主张”并不意味着
自我封闭、自我孤立，“而是意味
着，要使我们学来的东西成为‘能
思的’和批判的思想。这是一种
对外学习与自我主张的统一，需
要文化结合的锻炼。”吴晓明说。

对于文科类同学们常会碰

到一些关于“古今中西”主题的
问题争论，吴晓明认为，这种争
论，意味着我们正在经历文化结
合的艰苦锻炼。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
程，这种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的
表现尤为明显。“当马克思主义
的原理根据中国特定的社会条
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而被具
体化，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
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
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
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
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
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
态。”吴晓明说。

吴晓明认为，这种中国式现
代化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接续提
供了现实的前提。如何理解传
统？他说：“传统不是纯粹的过
往，而是依然活在当下的过往；
不是单纯的过去，而是依然活在
今天的过去，依然活在今天的过
程。”他期待，有更多的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学子，能作为一个
探索者，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优秀
传统文化结合中寻找有趣的研
究入口。

现场，同学们通过学生工作
部的“智慧书院”小程序纷纷提
问，吴晓明一一耐心解答，一个
半小时的专题大课在同学们热
烈的掌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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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明分享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

张 军 演 绎 把 经 济 研 究 做 在 中 国 大 地 上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吴晓明教授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

“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与时
代同行，把经济研究做在中国大地
上》。”3月12日下午，在复旦浸润
了44年的老复旦人、经济学院院
长、文科资深教授张军在相辉堂北
堂开讲“强国之路”思政大课，这也
是社科大类第一场专题大课。

“我将会跟大家展示我的研究、
观察以及我对中国经济的理解。
这，都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大时代的
背景中。”他站立在讲台前，娓娓道
来，把个人的学术历程和复旦人的
故事巧妙置于改革开放的大时代背
景下，将“道路与道理、专业与事业、
大我与小我”演绎得精彩纷呈。

赶上改革开放的机遇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们说，与
大师同行是幸运的。我受益于太
多的大师名家和杰出经济学家的
教诲，即便有些只是见到名字而
已。”张军曾说，“最要感恩的是机
遇，赶上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
很幸运自己在经历和研究中国经
济转型的进程中成长为经济学家。”

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将
中国带入一个春潮激荡的时代，上
世纪50至60年代出生的人对这
个时代变迁有不同寻常的感受。

出生在60年代的张军调侃，
物质财富没赶上积累的好机遇，但
是精神食粮却收获满满。借着改
革开放机遇，张军考入大学学习经

济学，有了直接观察研究经济增
长、结构转变和经济发展极其难得
的机会。30岁不到，张军出版《现
代产权经济学》等3部学术著作，
从此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从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开
始，张军反而渐渐察觉出中国经济
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在这背后，一
种无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与以往
研究经济转轨范式不同的“中国模
式”，支撑着中国经济转型保持了
快速的增长。他放弃了从悬浮的
西方经济理论来推论中国经济转
型的固有念头，转向聚焦国内“双
轨制”研究。1997年张军出版
《“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
革（1978-1992）》等一系列著
作，力求让研究跳出西方制度经济
学的理论框架，尝试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理论体系，用以解读中国经济
现象，讲好中国故事。

这就是张军常说的，研究要
“立足中国大地”。而他，也正是
这么做的。

与时代同频共振

幻灯片上闪过一张张老照片，
复旦经济学人的身影始终活跃在
学术研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1983年，复旦经济系原系主
任张薰华教授一篇论文论证了社
会主义国家土地批租必然性，首
次提出解决土地使用问题的方

案，契合上海改革开放的需求。
张薰华教授受邀撰写《论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中地租的必然性——
兼论上海土地使用问题》一文。
上海市专门成立土地批租办公
室，80年代中期，复旦大学经济
系一批教师参加土地批租问题研
究小组，为浦东开发开放奠定理
论研究基础。

2023年12月，教育部设立
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重大专项，落地复旦大学经济学
院，旨在研究和建立贴合中国实
际情况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准确
阐释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为中
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
支持和指导。

中国经验对发展经济学和发
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何种启
示？中国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着更
为普适的分析框架？如何吸引年
轻一代人才研究中国经济领域，
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张军教
授认为，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学人
需要攻克的难题。

发挥复旦优势做研究

“老师，您30岁不到就出版
经济学著作，确定学术发展的方
向。老师是如何在不到30岁时
就找到了自己的毕生爱好，并能
在之后持之以恒地追求呢?”社会
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3级社科
试验班的贾一帆问。

“其实最初我想学的是法
律。”张军的回答，让同学们笑了
起来。张军回忆起在复旦求学的
岁月，那时的复旦校园，去教室有
听不完的精彩演讲报告。“我记得
中国社科院的朱嘉明和农发所的
周其仁来校园作报告，让我很震
撼。因为他们不讲课本知识，只
讲在基层的调研所见所闻、统计
数据如数家珍。”

学生时代的张军第一次接触
到中国基层详实全面的数据报
告，结合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变
迁，对时代的理解一下子变得真
实又具体。“是经济学为我们提供
了方法。因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
给出了普遍适用的理论，这让我
一下子爱上了经济学。”

张军鼓励学子，利用复旦综合
性大学的优势，把握综合高校多元
学科环境带来的发现重要问题的
机会，丰富经济学研究方法，拓展经
济学学术边界，获取更广泛的学术
启示，为中国学术发展作贡献。

相辉堂北楼楼上楼下坐满了
同学们，同学们纷纷举手提问。
张军用两节课的时间，深入浅出
讲述中国经济与形势，带来别样
的思政大课，鼓励青年学子在时
代的洪流中进行自主知识体系研
究，传承、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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